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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同学们、朋友们：

大家好！

因为当老师当惯了，上课的时候总是站着讲，所以我就先站着讲，等一下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再坐着。

今天晚上有两件事情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第一件就是我们研究生会以台海局势作为第三届国是论坛的讨论主题，同时看到有这么多的同学们来关心这个问题，来参加今天晚上的论坛。作为在台湾出生和长大、到北大来工作的台湾人，我内心感到特别温暖。让我非常高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今天晚上有幸和汪毅夫省长同台演讲。汪省长是我多年的长辈了——应该是兄长，我记得大约在七八年前的时候他托人给我送了一本书，上面写的是请毅夫兄指正，然后写毅夫赠送。那会儿我才知道在福建省还有一位叫汪毅夫的学者，当时他是福建省社科院的一位研究员。从那以后他就平步青云，一下当上了福建省副省长，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在福建省得到各界的尊敬和重视。这七八年来他给了我很多的帮助。我记得是大约五年前，我回福建老家找我祖先离开去台湾时的故居。我们在台湾保留了一个族谱，里面的记载不是很详细，后来通过汪省长的帮助，我们总算找到了当时我们祖先离开去台湾时候的小村落，还有祠堂等等。慎终追远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美德，在汪省长的帮助和关心下，我们把老家的祠堂修复了，同时我哥哥也在老家设立了一项奖学金。汪省长这几年不仅帮我找到了在福建的老家，在我工作、学习的很多问题上，他也是我最谈得来的朋友，是我最尊敬的政府官员与学者。所以今天有这个机会能和汪省长在这里同台演讲，我内心确实感到非常的温暖和高兴。

主办者希望我今天谈谈台湾的经济问题，我想谈两个问题。

我们知道台湾被认为是亚洲四条小龙当中的一条小龙，它从50年代一直到七八十年代，创造了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我首先想谈谈台湾为什么可以创造这样一个经济增长的奇迹。我们知道这几年台湾的经济有一点停滞，我想分析一下台湾的经济为什么会停滞，然后我想和各位探讨一下怎么再创台湾经济发展的奇迹。

台湾的经济发展被认为是奇迹，是说在5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经济还非常的落后。为了作今天的报告我特地查了一下数字，1950年的时候台湾人均收入一年只有37美元。当然，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没有办法回忆当时的情况，不过我有一个大哥在台湾，他比我大12岁，1950年的时候他正好读小学。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在读小学的时候，早上到学校去，中午回家吃饭，他从来不敢问我妈妈今天家里到底做饭没有。他回到家里以后，就把背往灶上靠一靠，如果灶是热的，代表今天家里做饭了，就问我妈妈有没有饭吃；如果灶是冷的，他在家里看一看，饿着肚子，低着头又回到学校去——那是1950年的情况。我想我1979年到大陆来，当时大陆还很穷，可是如果和1950年的台湾比起来，台湾确实是更穷。我自己是1952年出生的，1960年我读小学，在60年代的情形，我倒有一些印象。比如说小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一般是哥哥穿过的，或者是我表兄穿过了，然后留给我穿。当时如果说看到街上在卖馒头，那我就会瞪大眼睛看着卖馒头的车子一遍一遍地从我家门口走过去，很难得能吃上一个热乎乎的蒸馒头，能吃到那样的馒头就好像是过年了。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是我第一次买皮鞋，那是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1962年了。我第一次买皮鞋是在我哥哥的帮助下，当时是过年，我们到了一个皮鞋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买皮鞋的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要买大两号，因为那个时候十几岁长得很快。买了皮鞋以后是准备穿两年的。这种心情我想在座的各位都很难相信是真的，可是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经济就是在那个水平上。我相信在50年代的时候从很多方面来看，可能大陆的情形比台湾要好，绝对不会比台湾更糟，因为当时的台湾基本上一般人是在温饱线的边缘。但是从5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到1970年的时候我高中毕业，台湾的人均收入就达到2727美元，从50年代的37美元变成2727美元，二十年的时间，到1990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均收入就达到了9263美元。1996年的时候台湾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4000美元。台湾这三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非常像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这二十几年来的经济增长，它们的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那么低的收入水平、人民生活那么差的状况之下，能够在持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作为学者，我们总想解释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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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些文化学者，尤其是北京崇拜儒家文化的学者，认为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经济能够维持三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到了80年代变成一个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原因是儒家文化的影响。因为儒家文化强调勤劳、节约，作为一个现代经济，勤劳节约可以增加资本的积累，而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是对这个看法我个人是怀疑的，怀疑的原因是因为文化是不变的。台湾文化确实是继承了从大陆带过去的儒家文化，特别尊敬长者、特别重视秩序等等，这对经济增长应该会有帮助。可是文化是不变的。台湾之所以会从大陆割让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地，是因为在19世纪的时候，我们的国家非常衰弱，被日本打败了。那么，如果用文化的观点来解释五六十年代台湾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怎么能解释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同样是中华儒家文化，为什么中国那么衰弱，以至于让台湾从祖国母亲的怀抱里被割让出去？

对那样的事情我们大概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变量来解释。台湾经济之所以能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发展那么快，研究政治的学者经常讲是由于冷战的关系。因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陆是共产党领导的，大陆、东欧和前苏联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在美国领导之下有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台湾、韩国、香港和新加坡等是在国际的冷战的状况之下，围堵社会主义国家扩张的前沿。我们知道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非常有吸引力，尤其对年轻人。那么按照“防止社会主义的扩张”这个说法，美国对台湾、对韩国等提供了很多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和技术上的援助，美国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开放。我们知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金、技术、市场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按照这个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或者说50年代以后，台湾经济可以发展得这样好，是得益于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不过这个说法到底是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我想如果这个是最主要的因素，在亚洲地区经济发展最好的应该是菲律宾，因为菲律宾原来是美国的殖民地，美国对菲律宾的军事援助、经济援助或者是市场开放，都比对东亚的韩国、台湾等更为优惠，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没有发展起来。同样的情形，如果冷战是关键的因素，那么拉丁美洲的国家应该比东亚的国家发展得更好。我们知道有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叫古巴，它对拉丁美洲的年轻人非常有吸引力，即使到今天古巴的经济也不太好，但是你到中南美洲去看看，很多年轻人还是把古巴的卡斯特罗看做是英雄。我们知道古巴就在美国的后门，后门着火了美国当然更紧张，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市场开放、资本输出和技术转移的条件应该比在东亚的韩国、台湾更为优惠。但是，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并没有发展起来，到了八九十年代老是发生金融危机。

既然不是文化的因素，也不是冷战的因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台湾经济以及东亚经济在50年代以后能够取得奇迹般的增长呢？我个人的看法是：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台湾经济之所以从50年代开始一直都比较好，是因为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充分利用了比较优势。凡是上我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我提出了一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理论，其实这个战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我自己在台湾的观察以及回到大陆后研究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前和以后的情况，通过比较总结出来的。

我个人的看法是，像美国和欧洲这些OECD的国家，它们有很多资本密集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优势；而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一般是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作为发展中国家，当然希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但重要的是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的产业都是资本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的？其实这只是一个果，不是因，是它们国家强盛的果而不是因。真正造成它们发展这么多资本和技术很密集产业的原因，在于从资源和要素来看，它们的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相对短缺，在这样的状况下，资金的价格相对低，劳动力的价格相对高。那么作为发达国家，如果它们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话，在它们的产业、产品的生产中就要多用它们有优势的廉价的资本，少用它们没有优势的价格很高的劳动力，这样形成的产业当然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赶上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当然最终要靠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改善，但是如果要改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话，就必须着眼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从发展的早期，劳动力相对多、资金相对稀缺的这样一个要素禀赋结构变成资本相对多、劳动力相对短缺的这样一个要素禀赋结构。但是怎样才可以提升每一个劳动力所拥有的资本禀赋？我们知道资本来自于剩余，来自于生产剩余的积累，因此在这样的状况之下，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希望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话，就要形成一个产业经济结构，在每一期生产的时候都能够创造最多的剩余，在剩余当中有最多的积累。怎样才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最重要的是按照这个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如果按照国家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那么不言而喻，你的产品不管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都有最大的竞争力，可以占据最大的市场，创造最多的剩余，而且这样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资本是相对稀缺的，资金的价格，也就是利率是相对高的，由于利率高，那么在剩余当中愿意积累作为下期生产投入的部分就相对多。这样的话，这个国家的经济就能够快速积累资本，让它的要素禀赋从劳动力相对非常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慢慢地变成劳动力相对短缺而资本相对非常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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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讲，台湾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的。比如说在50年代，台湾的主要产业是农业，它主要出口农产品，而农业恰恰是在利用土地和廉价的农业劳动力；但是到60年代以后它就开始发展轻工业，包括纺织业、小五金、家用电器等等，当时这些产业的企业规模都非常小，不过这些产品符合当时台湾劳动力多、劳动力素质高的情况，有一点像我们大陆现在的状况，它的产品质量不差，价格又非常低，在国际市场上自然有很大的竞争力。于是在70年代出现了一个现象：当时的台湾桃园机场可能是全世界最忙的机场，在那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台湾小商人，拿了一个007手提箱全世界到处飞，找订单找市场。其实，他的产品都是些很简单的东西，而且这些小商人之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过度竞争的，不断地杀价，但是他不断杀价也能赚钱，因为岛内的生产成本更低，而且这种竞争的结果使他就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印象：如果你要轻工业品的话，最便宜的地方就是台湾，所以美国、欧洲的那些大百货公司、大连锁店有什么东西要买，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台湾，这样就让台湾的产品占领了国际市场，有一点像我们现在大陆的产品。正是由这种产品的竞争力积累资金，台湾才慢慢地进行产业升级，到了八九十年代，向信息产业、计算机产业过渡。其实，台湾在刚开始发展信息产业和计算机产业的时候也是组装，然后生产零部件，到最后才慢慢地升级到整机与核心部件生产，像台湾积体电路公司的核心芯片生产，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由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台湾都充分地利用了比较优势，所以它的经济就特别有竞争力，而且相对来讲，它的经济也特别稳定，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本上没有出现金融危机，即便是在1998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时候，台湾经济同样没有危机，还是以4％到5％的速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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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从50年代开始，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按照比较优势而不是像很多国家和地区用赶超的方式发展？难道国民党就那么聪明吗？难道被我们打败的蒋介石到台湾以后就学乖了吗？我想绝不是他聪明。我看过不少的资料，在国民党政府领导下，台湾在50年代的时候也推行经济计划——它叫经济计划，我们叫计划经济。在经济计划里面它也曾经讲到说要反攻大陆，要反攻大陆就必须有国防产业，要有国防产业就必须有重工业，所以它在50年代的时候也曾经试图想要去优先发展并没有比较优势的资本很密集的重工业。但是台湾人口少，50年代的时候只有八九百万人口，而且资源非常短缺，因此当它想推行这种不符合比较优势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时候，就马上碰到了资源短缺的问题。于是政府用财政赤字的方式来运作，结果第二年马上产生了很高的通货膨胀。国民党对通货膨胀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国民党为什么失掉大陆？因为在40年代的时候，它没有办法控制大陆的通货膨胀，引起老百姓很大的不满，失掉了民心于是就失掉了政权。在那种状况下，国民党发现它如果像社会主义国家或者其他比较大一点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去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话，马上就会引起通货膨胀，虽然它后来的经济计划当中也强调发展重工业，但是都是口惠而实不至，都是嘴巴讲讲的，没有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任何由政府靠行政动员的资源来扶持那些在竞争的市场当中不符合它们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政府没有这些政策，所以企业家在发展经济的时候不能从政府拿补贴、得到保护，当他面对国内国外竞争的市场，当然只能按台湾自己的优势来发展。那就是台湾经济为什么从50年代以后，一直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初都能发展这么好的原因。这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设计的，而是形势比人强。当然，作为学者，我们想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因此我希望从台湾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和大陆经济成功发展的经验中提出一个让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经济能够比较快速发展的理论。

台湾可以说一直到90年代中期，经济都发展得非常好，到1996年台湾的人均收入达到14000美元，但是1996年以后，八年的时间过去了，台湾的人均收入总是在13000和14000美元之间徘徊，已经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四年前，台湾的前“行政院长”萧万长曾经到北大来访问，在北大访问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命题，我说你看台湾经济发展的道路，其实跟日本和新加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模式是很接近的。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它们的经济之所以发展很快，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也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比较好地利用了它们的比较优势。我发现，新加坡在人均收入达到了美国的40％的时候用17年的时间才使他们的人均收入赶上美国，也就是从1979年到1996年。台湾经济发展的态势和基本动力与新加坡是非常相似的，台湾1990年的人均收入9268美元，是当时美国人均收入的40%。照理说新加坡用17年的时间赶上美国，那么台湾也应该有这个条件。也许有人说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200多万人口，而台湾有两千多万人口，所以新加坡的例子不足为证。可是反过来看，日本在197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到1988年的时候它的人均收入赶上了美国，用了18年的时间。我们知道，日本的人口规模上亿，将近台湾5倍。既然日本和新加坡都可以用十七八年的时间使人均收入赶上美国，那么台湾没有理由不赶上。可是台湾在1990年的时候人均收入是美国的40％，到1995、1996年接近它的50％，可是1996年以后台湾就在原地踏步了，之后收入就没有继续增长，相对来说台湾现在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30%多。

那么为什么从1996年以后，台湾的经济原地踏步，而没有办法像日本、新加坡那样地继续往前走，最终赶上美国呢？背后的道理是这样的：一个像台湾这样的中等发达经济、一个新兴工业化的经济，它可以讲说是不上不下。不上就是说它和发达国家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大概有百分之五六十的距离，可是当它与去年人均收入才1000美元的大陆比，那就高多了。如果它想让这种不上不下的经济继续发展的话，必须有两个条件。一个条件是随着工资的不断提高，这些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必须转移到海外去，把资源释放出来，将释放出来的资源用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只有它能够很顺利地不断完成这样一个转变的过程，它的人均收入才会不断提高。可是我们发觉，从1996年以后，这样一个良性的循环，基本上被李登辉和后来的陈水扁打断了。我们知道李登辉去访问美国以后，回到台湾感觉非常好，想当所谓的台湾“国父”，所以他就和大陆对着干。如果就经济的合理性而言，台湾那些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产业，最好往外转移的地方是哪里？当然是大陆，同文同种，交通距离又近，而且大陆整个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基础非常好、劳动力素质非常高、有许多产业群聚的效应——我们知道想要有竞争优势就要有群聚效应，大陆就有很多的群聚效应。可是李登辉推行了南进政策，反对西进，于是在政府的政策的压力和诱导下，不少产业转移到像印度尼西亚、越南这些国家，基本上都像打水漂的石头一样有去无回。如果把这些产业转移到大陆来，到大陆来进行投资，这只是一个账面的投资，比如说到大陆投资一千万美元，实际上他是用一千万美元来买台湾的机器设备，然后把这些机器设备进口来，他就可以把台湾的这些已经物化的资本变成金融资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转移到大陆来的产业，利用大陆的优势还可以创造第二春，而且比原来发展得更好。比如说70年代台湾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是制鞋业，就是制造像耐克那种运动鞋。在台湾，一个厂雇佣一万名工人的话就已经是超级大厂了，转移到大陆来，有不少厂雇佣10万名工人，它会发展得更好，获得更多的资金，资金回流到台湾去，就给台湾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可是李登辉不愿意这样，所以很多的产业就转移到东南亚去。到东南亚赚不到钱，没有办法把这些已经物化的资本变成金融资本，以创造更多的资本。同时由于他不愿意让在台湾那些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大陆来，这样也给台湾企业的产业升级制造了很多障碍。拿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讲，比如说台湾积体电路公司，现在是台湾最有影响的企业之一，它现在的生产技术主要是8英寸晶圆片，就是8英寸电脑芯片的生产。从技术的角度来看，这已经是个老技术了，如果要维持竞争力的话，应该投资到12英寸的晶圆片的生产。积电把8英寸的生产线转移到我们上海来，这个是最合理的转移，但是台湾就是不让它转移过来，给它制造障碍，就影响了积产业升级的积极性。因为即使它把它的晶圆片生产能力从8英寸升级到12英寸，也只能在5年10年内维持它的竞争力，5年10年以后这个厂还是要往海外移。往海外移最好的地方就是大陆，可是现在8英寸的生产线要转移到大陆来就已经这么困难了，以后的12英寸生产线不是更困难吗？于是他一想到将来12英寸生产线转移到大陆来很困难，现在就不敢投资12英寸的生产线，这样就导致产业没有升级，有竞争力的产业，逐渐失掉竞争力，收入水平当然也就不能提高。这正是台湾从1996年以后，人均收入在14000美元原地踏步的最主要的原因。

当然，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希望台湾的经济能够发展得更好，希望台湾真的能像日本和亚洲四条小龙当中的新加坡一样，能够在未来十几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人均收入赶上美国，变成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这个希望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那就是不能让政治妨碍经济发展。大陆把2020年人均收入三千美元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目标，如果大陆经济和台湾经济能够抛开那些政治上的不必要的来自台湾当局的纷争，那么我确信，很可能到那个时候，台湾会是人均收入40000美元。如果台湾能够这样做，我想对大陆的经济也是双赢两利。因为我们大陆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同样需要产业的不断转移和升级，同样需要技术的不断升级。按照我们的比较优势，需要升级的产业和升级的技术很多，台湾的技术转移到这里来正好供我们升级，将来对大陆经济的发展也会有好处。所以我们需要智慧、需要用冷静的头脑来解决目前在台湾的那些乱象。我相信，如果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的话，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所不断追求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够实现，而且只要大陆经济发展得好，台湾的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好，台湾经济发展得好，大陆的经济也会发展得更好！

谢谢！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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